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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助推的环保行为干预策略* 

傅鑫媛  辛自强  楼紫茜  高  琰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1) 

摘  要  近年来, “助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成为促进人们环保行为的有效策

略。但目前国内基于助推思想的环保行为干预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还很缺乏。环保行为需要助推的根本原因在

于人们在环保领域的决策存在认知局限和动机不足。相应的, 在认知和动机两大视角下主要有七种环保行为

助推策略。认知视角的助推策略包括默认选项、框架效应和示范性规范, 动机视角的助推策略旨在激发家国

动机、遗产动机、获益动机和自主动机以促进人们的环保行为。助推环保行为在实践中也存在争议, 实践工

作者需明确助推环保行为的外部环境与传统社会治理思路的关系, 并掌握选择架构设计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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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广泛而严重的破坏, 在此背景下, 谋求生态可

持续发展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目标。2018 年 12
月, 第 24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来自近 200 个

国家的代表就《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进行了谈

判 , 共同推进实现“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 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

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 1.5 摄氏度以内”的目

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例如, 
我国政府推出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就旨在通过

经济激励促进消费者购买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新能

源汽车, 向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和相关罚款则旨

在通过惩罚的手段抑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这 
些保护生态环境的策略可以归结为“胡萝卜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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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 (即运用奖励和惩罚手段诱发社会所期望的行

为)两种路径, 属于传统的社会治理手段。区别于

传统社会治理手段的高经济成本或强制性特征 , 
低成本且非强制性的助推策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

一条可行的心理学路径, 基于助推的行为干预策

略展现了令人欣喜的应用价值, 有效地帮助各级

政府和各类组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 继而更好

地达成了社会治理目标(张书维, 梁歆佚, 岳经纶, 
2019)。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 助推也被越来越多

地应用到环保领域, 成为促进人们环保行为的有

效策略(Bonini, Hadjichristidis, & Graffeo, 2018)。
环保行为是指个体避免环境破坏或解决环境污染

的行为(Hines, Hungerford, & Tomera, 1987)。在国

内, 目前基于助推思想的环保行为干预研究和实

践探索都还很缺乏,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研究对象来看, 企业环保领域的研究相对丰富

(如改进技术以减少环境污染), 而个体环保领域

的研究相对薄弱(王建明, 孙彦, 2018), 围绕助推

个体环保行为展开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 从治

理思路来看, 目前以传统的经济激励和惩罚为主, 
而很少使用基于助推的环保行为干预策略(李鹏

娜, 王延伸, 杨金花, 孙彦, 2017); 从文化背景来

看, 现有的助推研究与实践探索大都立足于西方

文化背景(e.g., Bonini et al., 2018), 中国文化情境

下的环保行为助推策略效果如何还需要深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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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和实证测量。因此, 很有必要解释环保领

域为何需要助推, 介绍基于助推的具体环保行为

干预策略, 分析通过助推促进环保行为存在的争

议, 并对实践工作者开展环保行为干预工作提出

可行建议, 以为我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新的

行动视角和干预路径。 
助推(nudge)的概念由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 Richard H. Thaler (理查德·塞勒)提出, 
在行为科学领域被用来表示在保留人们选择自由

的同时 , 通过提供简约且低成本的选择架构

(choice architecture)以使人们的行为朝着预期方

向改变的干预策略(Thaler & Sunstein, 2008)。人类

的心理系统并不完善, 在认知和动机上存在不足, 
比如思维惯性、损失厌恶和短视等, 因而会做出

许多不理性的行为(陈鸿菲, 辛自强, 2018; 刘永

芳, 范雯健, 侯日霞, 2019)。助推所提供的选择架

构可以有效规避人们在认知和动机上的不足, 从
而引导其朝着合适的方向行动。助推遵循“自由主

义的家长制” (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理念 , 既
不必取道行政命令, 也无需借助经济杠杆, 而是

通过提供适宜的选择架构使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

预期变化(何贵兵, 李纾, 梁竹苑, 2018)。它避免

了单纯的自由主义 (liberalism; 主张人的自主权

力和选择自由不可剥夺, 不赞成对个体行为进行

强制干预 )或家长制 (paternalism; 主张个体缺乏

理性和自控能力, 赞成对个体行为进行强制约束)
的弊端, 因而也被称为社会治理的第三条道路(何
贵兵, 2016)。与传统的“胡萝卜” (经济激励)和“大
棒” (行政强制)策略相比, 助推的成本要低得多, 
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的原话

来形容 , 就是“以纳米级的投资产生了中等规模

的收益” (Kahneman & Egan, 2011)。助推在健康、

环保、社会保障、教育和公益慈善等领域均展现

了较好的应用价值(Thaler & Sunstein, 2008; 何贵

兵等, 2018; 刘欢, 隋晓阳, 黄元娜, 林榕平, 许
明星, 2019), 本文将着重探讨助推在环保领域的

应用。 

2  环保领域为何需要助推 

与日常生活决策不同, 人们在环保领域掌握

的知识相对较少。例如, 人们错误地以为只要减

少排放, 温室气体就能很快消失, 但事实上大多

数温室气体在排放后的几十年甚至数百年里都将

持 续 使 地 球 表 面 变 得 更 暖 (Solomon, Plattner, 
Knutti, & Friedlingstein, 2009)。人们还普遍把气候

变化与天气变化等同起来, 认为自己是抵御恶劣

天气的专家(如主动带伞以防下雨), 从而不认为

与气候恶化相关的风险是新的或无法控制的

(Bostrom, Morgan, Fischhoff, & Read, 1994)。在这

种相对缺乏特定领域知识的情况下, 采用“理性−
分析”式(系统 2)的信息加工模式进行决策变得困

难, 人们因而更多依赖“经验−直觉”式(系统 1)的
信息加工模式来做出决策 (Kunreuther & Weber, 
2014)。与系统 2 相比, 系统 1 的决策过程不用经

过理性的推导或计算过程, 而是直接基于过去的

经验和直觉得出结论, 反应更快, 且耗费的认知

资源更少 (Evans, 2008; 孙彦 , 李纾 , 殷晓莉 , 
2007)。但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气候的改变都是

相对漫长且抽象的过程, 人们对此的直接经验非

常有限, 因而容易在相关的决策中出现偏差, 例
如关联谬误、安于现状等 (Kunreuther & Weber, 
2014)。此时, 助推就成为一种必要的决策和行为

干预措施。 
此外 , 即使拥有足够多的环保领域的知识 , 

人们最终做出科学的决策与否还取决于其行为的

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成

本发生在当下 , 是确定的 , 而其收益却在未来 , 
且充满不确定性, 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

就容易使人们缺乏环保动机(Yoeli et al., 2017)。环
保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还体现在“成
本是个人的 , 收益是社会的 ”这一点上 (Zaval, 
Markowitz, & Weber, 2015)。例如, 某一个体选择

更加绿色环保的公共交通出行工具并不能直接换

来对等的空气质量上升, 后者有赖于更多的个体

做出科学绿色的行为决策。此种类似于“公共物品

博弈”的困境也会抑制人们的环保行为。总之, 环
保行为的成本是当下的、确定的、个人的, 而其

收益是未来的、不确定的、社会的, 此种成本与

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挑战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损失厌

恶心理(Tversky & Kahneman, 1991), 而使得人们

缺乏足够的环保动机。此时, 通过助推规避人们

在动机上的不足, 就可以有效促进其朝着更正确

的方向行动。 
总的来说, 人们在环保领域掌握的知识和经

验都相对较少, 从而依赖系统 1 进行决策, 而依

赖系统 1 的决策路径存在认知局限, 容易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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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行为; 另一方面, 环保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存

在“当下−未来”和“个人−社会”两个层面的不对称, 
这使得人们缺乏足够的环保动机, 即存在动机不

足。因此, 可以相应从两个角度来助推人们的环

保行为：一是聚焦不合理行为产生的认知局限 , 
通过助推策略避免决策者出现认知偏差与选择反

常, 从而达到促进其环保行为的目的; 二是从动

机这一视角入手, 合理设计选择架构以符合个体

利益和社会福祉, 激发人们的行为动机, 进而促

进其环保行为的发生。梳理相关文献发现, 助推

环保行为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已在研究和实践层面

都积累了不少成果, 所有被研究反复证明能够影

响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变量都可以成为助推的切入

点(何贵兵, 2016)。本文主要介绍最具普适性的三

种认知视角的环保行为助推策略：默认选项、框

架效应和示范性规范; 动机视角的助推策略则包

含激发家国动机、遗产动机、获益动机和自主动

机以促进人们的环保行为。  

3  认知视角的环保行为助推策略 

认知视角的环保行为助推策略旨在通过设计

合理的选择架构来避免决策者出现认知偏差与选

择反常, 从而促进其环保行为。梳理相关文献发

现, 认知视角的助推策略种类较多, 例如改变参

照点、使用外语传递信息、诱饵效应等(e.g., Bonini 
et al., 2018; Li, Sun, & Chen, 2019)。其中, 默认选

项、框架效应和示范性规范这三种助推策略拥有

最厚实的研究基础, 且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成

果, 因此, 本文着重介绍这三种助推策略在环保

领域的应用。默认选项和框架效应通过巧妙地呈

现决策信息来助推人们的环保行为, 而示范性规

范则是通过直接提供定制化的信息来促进人们的

环保行为。 
3.1  默认选项助推环保行为 

默认选项(default option), 最初作为一种电脑

术语, 是指在无决策者干预的情况下, 系统对于

应用软件和电脑程序的参数的自动选择。默认选

项的设计可以让使用者在无须决策的状况下就能

基础地使用电脑软件与程式。在行为经济学领域, 
默认选项是指当个体未能做出决策时所要接受的

选项(Johnson & Goldstein, 2003), 是个体没有明

确偏好时系统对于选项的自动选择 (Brown & 
Krishna, 2004)。默认选项已被证明在慈善、教育、

医疗卫生、公共政策等领域均能发挥助推作用

(e.g., Halpern, Ubel, & Asch, 2007; Yoeli et al., 
2017; 黄元娜, 宋星云, 邵洋, 李纾, 梁竹苑, 2018), 
在环保领域的应用也十分广泛, 而且当人们对所

接触的产品或事物不了解时, 默认选项对决策的

影响更大(Sunstein & Thaler, 2003)。例如, 美国罗

格斯大学只是简单地将其校园内的打印机的默认

选项由“单面打印”换成“双面打印”, 一个学期下

来就节约了 700 万页纸, 相当于少耗费约 620 棵

树(引自 Bonini, Hadjichristidis, & Graffeo, 2018)。
一项实验室实验发现, 让被试想象自己刚搬到另

一个城镇, 入住新公寓后分别收到来自既定/默认

的电力供应商和另一家潜在竞争的供应商的服务

说明, 于是需要从中选择一家供应商。结果发现, 
当既定 /默认的供应商是传统的更便宜的供应商

时, 只有 41%的被试会选择潜在竞争的更环保、

更昂贵的供应商; 而当默认的是更环保、更昂贵

的供应商时, 就有 68%的被试会选择它, 大大提

高了人们选择绿色环保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

(Pichert & Katsikopoulos, 2008)。再比如, 一个关

于碳补偿的默认选项实地研究发现, 与在呈现机

票价格之外询问乘客是否愿意额外支付一笔碳补

偿费相比, 当航空公司将需支付金额默认设置成

包含碳补偿费但告知乘客可以选择退出时, 消费

者更有可能支付碳补偿费(Araña & León, 2013)。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 人们在面对既定/默认

的选项时倾向于“坚持”, 即不容易转向另外一种

选择 , 这与人们普遍存在的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有关。现状偏差是指个体在决策时, 倾向于

不作为、维持当前或者以前的决策的一种现象

(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91)。由于相对于

改变现状所获得的收益, 人们对于改变现状所产

生的潜在等量损失会赋予更大的心理权重, 因而

倾向于接受默认的选项而不愿承担行动(改变)的
责任(Samuelson & Zeckhauser, 1988)。默认选项还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影响人们的选择：(1)默认选项

容易被视为推荐选项, 而人们对于推荐选项习惯

性抱有好感; (2)默认选项可以减少决策者的工作

量(Johnson & Goldstein, 2003)。此外, 人们倾向于

规避因采取行动带来负面结果而产生心理成本

(如后悔情绪), 而接受默认选项可以让人们避开

决策过程而有利于减少心理成本 (e.g., Nicolle, 
Fleming, Bach, Driver, & Dolan, 2011), 继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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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 维持默认的选项。以上所述的人类惯有

的思维特性为助推环保行为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

的思路, 即将绿色选项替代传统选项作为默认选

项, 从而引导人们做出环保决策和行为。 
3.2  框架效应助推环保行为 

除了默认选项, 框架效应也能有效规避人的

损失厌恶心理引发的决策认知偏差, 从而助推环

保行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指人们因一个

客观上相同问题的不同描述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

断的现象(Tversky & Kahneman, 1981; 孙彦, 黄
莉, 刘扬, 2012)。研究者发现, 决策系统所依赖的

直觉经验与其情绪偏爱(如对损失的厌恶)是框架

效应产生的潜在原因(e.g., Bizer, Larsen, & Petty, 
2011; 刘扬 , 孙彦 , 2014)。例如 , 不同的损益框

架、时间框架和计算框架都会影响人们在环保领

域的决策 , 因此 , 巧用框架效应 , 就可以促进人

们做出有益于生态环境的决策。 
损益框架属于最典型的一种框架效应, 是指

对同一事实强调其损失属性或获益属性会导致不

同的决策判断的现象(Levin, Schneider, & Gaeth, 
1998)。例如, 研究者以电脑、汽油、电和搭乘飞

机为例, 将附加在产品或服务上的碳排放税赋予

不同的描述框架, 损失框架以“碳排放税” (其逻

辑是谁引起碳排放谁就得交税, 是一种惩罚)为名

义征收, 获益框架则以“碳补偿费” (其逻辑是大

家集资用于植树等环保项目以减缓全球变暖 /抵
消碳排放 , 是公益行为)为名义征收 , 结果发现 , 
在获益框架下 , 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更贵的包含

“碳补偿费”的产品或服务。以从纽约到洛杉矶的

往返机票为例, 单纯的机票费为 345 美元, 附加 7
美元的“碳排放税”或“碳补偿费”后总价都为 352
美元, 但消费者普遍更青睐后者(Hardisty, Johnson, 
& Weber, 2010)。 

研究还发现, 对薪酬采用不同的时间框架予

以发放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环保行为决策。研究者

让被试想象自己“最近刚从广播里了解到随身携

带旅行杯以减少一次性杯子的使用对于保护环境

的重要性, 于是买了一个旅行杯, 但今早走出家

门 5 分钟后才想起来把旅行杯落在了家里”, 随后

询问被试是否愿意返回家中取杯子。结果发现 , 
月薪制的被试中有 67%的人选择返回家中取杯子, 
而时薪制的被试中只有 36%的人愿意这么做

(Whillans & Dunn, 2015)。类似的研究也发现, 按

小时计薪会凸显时间在经济上的价值, 于是人们

更倾向于减少无报酬的活动和花在志愿工作上的

时间(DeVoe & Pfeffer, 2007a; DeVoe & Pfeffer, 
2010)。以小时为单位计薪相比以月为单位计薪更

直接提醒了人们他们的时间值多少钱, 凸显了环

保行为的机会成本(即不做环保行为就可以省下

时间来做其他事情), 因而抑制了人们的环保行为

(DeVoe & Pfeffer, 2007b)。 
另外, 减少能源损耗也是保护生态环境中很

重要的一个方面。向公众推广使用更加节能的汽

车可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但如何才能更直接有

效地向公众展示节能车型相比于传统车型拥有的

优势呢？研究表明, 计算油耗的框架(X 加仑/100
英里)比计算油耗效率(Y 英里/加仑)的框架更能帮

助消费者直观明了地在节能车型和其他车型之间

进行横向比较 , 从而更有可能选择节能车型

(Allcott, 2011a)。例如, 大多数人都会以为, 把一

辆油耗效率为 20 英里/加仑的车换成 50 英里/加仑

的车省下的油要比把一辆 10 英里/加仑的车换成

20 英里/加仑的车省下的油更多。然而, 经过一番

换算就会发现, 前者每跑 100 英里仅节省了 3 加

仑油, 而后者每跑 100 英里可以节省 5 加仑油, 在
跑相同里程的情况下更有节能的优势(Larrick & 
Soll, 2008)。所以, 直接计算油耗的框架可以让消

费者更直观地在不同车型之间进行比较, 从而助

推消费者选用节能车型, 同时帮助市场淘汰对生

态环境不利的产品。 
总的来说, 不同的损益框架、时间框架和计

算框架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态环保决策。在实践中

合理使用框架效应, 就可以有效促进人们的环保

行为。 
3.3  示范性规范助推环保行为 

默认选项和框架效应都通过巧妙地呈现决策

信息来助推人们的环保行为, 而示范性规范则是

通过直接提供定制化的信息来促进人们的环保行

为。当环保行为成为一种示范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 即成为某一特定情境中大多数人的典型

做法时(Cialdini & Trost, 1998), 个体采取环保行

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

社会环境中他人的行为能够塑造个体对该环境的

解读和反应, 当情境是模糊的或不确定的时候更

是如此(e.g., Cialdini & Trost, 1998; 傅鑫媛, 方秀

英, 寇彧, 2016)。示范性规范信息向个体传达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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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具体情境下绝大部分的人会如何行事的信息, 
这一信息相当于告诉了个体在某种具体情境下怎

么做最可能是有效和适合的, 为个体的决策提供

了依据, 从而使人们按照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行

事(Schultz, Nolan, Cialdini, Goldstein, & Griskevicius, 
2007; Wang, Fu, Zhang, & Kou, 2015)。例如, 有研

究者在美国一家连锁酒店里开展了为期 80 天的

现场实验, 发现示范性规范信息(顾客被告知在过

去 3 个月里, 这家酒店共有 75%的顾客参与了“入
住期间毛巾循环使用”的活动)与常规环保宣传口

号(“请支持环保行为, 在入住期间重复使用酒店

提供的毛巾”)相比, 明显提高了循环使用毛巾的

顾客比例(44.1% vs. 35.1%; Goldstein, Cialdini, & 
Griskevicius, 2008)。另一项基于美国 600, 000 个

家庭样本的现场实验发现, 电力公司每月给一部

分家庭寄去用电报表以及其与邻居们的用电对比

表后, 这部分家庭比最初平均减少了 2 个百分点

的电量消耗, 这一助推的效果相当于政府在短期

内将电的价格提高 11%到 20%所能达到的效果

(Allcott, 2011b)。 
以上两个干预现场实验都表明, 向公众传达

环保行为的示范性规范信息可以有效助推人们的

环保行为。研究还发现, 当示范性规范信息中的

“绝大多数人”与个体之间的“可比性”增强时, 其
助推效果更佳。例如, 在前面提到的促进顾客循

环使用酒店毛巾的现场干预实验中, 当顾客被告

知入住同一房间的前期顾客中有 75%的人参与了

该活动时 , 其示范性信息起到的效果最佳 , 有

49.3%的顾客会重复使用毛巾 (Goldstein et al., 
2008)。再比如, 有研究者让被试想象自己刚拿到

能源消耗账单, 却发现自己家的能源消耗比某公

寓多出了 10%, 相比于被告知该公寓位于另外一

座城市, 当被告知该公寓就坐落在自己所在的小

区时 , 被试更倾向于做出减少能源消耗的决策

(Graffeo, Ritov, Bonini, & Hadjichristidis, 2015)。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到, “来自同一个房间”和
“来自同一个社区”都拉近了示范性规范信息中的

其他人与个体之间的距离, 增强了两者之间的可

比性, 从而使助推的效果更好。 

4  动机视角的环保行为助推策略 

如前文所述 , 环保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存在

“当下−未来”和“个人−社会”两个层面的不对称 , 

人们因而缺乏环保行为动机。为此, 一方面可以

通过激发家国动机和遗产动机以提升人们对国家

未来和子孙后代的关注, 从而缓解环保行为的成

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的“当下−未来”的不对称 ; 另
一方面可以激发个体的获益动机和自主动机以缓

解环保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的“个人−社

会”的不对称, 从而促进其环保行为的发生。 
4.1  激发家国动机以助推环保行为 

环保行为决策是人们权衡当前付出与未来收

益的结果, 人们之所以经常做出不利于生态环境

的行为, 是因为短视, 看不到一个更长远的未来, 
从而缺乏投入环保行为的动机 (Wade-Benzoni, 
2002)。所以, 一个能让个体看到更长远未来的助

推设计就能有效促进人们投入到环保行动中。人

们对于一个实体的未来存在时长的判断依赖于这

一实体存在的历史时长, 就一个国家来说, 它的

历史越长 , 人们直观感受到的国家未来也越长

(Gott, 1993, 1994)。这一直观感受容易激发人们对

于国家未来的责任感, 从而更能为国家的未来考

虑并付诸更多环保行动。实证研究发现, 操纵个

体对国家历史长度的感知会影响其捐钱给环保组

织的数额(Hershfield, Bang, & Weber, 2014)。在具

体的实验中, 研究者采用两种不同的形式呈现美

国的历史长度：在“短历史”条件下, 历史的横轴

(固定长度的一条横线)左端为罗马帝国建立的时

间(公元前 27 年), 右端为现在, 美国的历史起点

(公元 1776 年)非常靠近右端, 容易使人感知到美

国历史的短暂; 在“长历史”条件下, 采用同样的

历史横轴, 但其左端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间

(公元 1492 年), 右端仍为现在, 所以美国的历史

起点变得非常靠近左端, 容易使人感知到美国历

史的悠久。结果发现, “长历史”条件下的被试捐给

某环保组织的钱数明显更多。该研究还发现, 那
些与子孙后代的心理距离越近的被试越容易受到

实验操纵的影响。可见, 凸显人们对国家悠久历

史的感知可以助推人们看向更远的未来, 产生对

国家未来更多的关切、忧虑和责任感, 即家国动

机, 进而更愿意对未来环境进行当下的投资。 
4.2  激发遗产动机以助推环保行为 

激发家国动机解决了人们短视的问题, 但投

资获得回报的期限太长且与子孙后代的社会距离

太远被认为是影响环保行为的又一心理障碍

(Weber & Stern, 2011)。人们对当下自我利益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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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多于对未来社会(子孙后代)利益的关注, 因而

整体表现出较低的生态环保意愿和行为。因此 , 
提升人们对于子孙后代利益的关注就有可能促进

其环保行为。这一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 
研究发现, 激发遗产动机, 即为子孙后代留下积

极遗产的内部动力, 可以有效提升人们的生态环

保意愿和行为(Zaval et al., 2015)。在具体的实验

中 , 研究者安排实验组的被试思考并写出“有哪

些途径可以对子孙后代产生积极影响”的一段文

字(以激发遗产动机), 控制组的被试则直接跳过

这一写作环节。紧接着, 所有被试填答测量其环

保行为意愿的题目(如“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购买绿

色环保产品”)。最后, 所有被试都有机会选择将其

参与实验所得报酬的一部分捐给某环保组织。结

果表明, 主题写作任务有效激发了实验组被试的

遗产动机, 他们报告的环保行为意愿更强烈, 捐
给环保组织的钱也更多。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 
启动女性对子孙后代的长计远虑心理(在实验中

的操作化定义为“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

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可以有效提升她们对于环

保政策的支持意愿以及实际的环保行为水平(李
爱梅, 王海侠, 孙海龙, 熊冠星, 杨韶丽, 2018)。
类似的, 当人们把全球变暖与给子孙后代带来负

担而非福祉联系在一起时, 其遗产动机也会得到

增强(Wade-Benzoni, Sondak, & Galinsky, 2010), 
进而更有可能做出旨在造福未来子孙后代的行为

决策(Wade-Benzoni, Tost, Hernandez, & Larrick, 
2012)。可见, 激发决策者的遗产动机可以有效缓

解环保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的“当下−未

来”不对称, 从而促进人们的环保行为。政府和各

级环保组织可以考虑如何在宣扬保护生态环境理

念时纳入遗产动机的元素, 以在无形中提升人们

的环保意识和行为水平。 
4.3  激发获益动机以助推环保行为 

家国动机和遗产动机旨在通过提升人们对国

家未来和子孙后代的关注来助推其环保行为, 除
此以外, 合理设计选择架构以使环保决策符合个

人的利益, 则可以激发人们的获益动机, 进而促

进其环保行为。例如, 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生

态创新产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举措, 但生态

创新产品的初始购买成本往往比传统产品更高 , 
这使得消费者购买生态创新产品的意愿和行为水

平普遍较低(Kaenzig & Wüstenhagen, 2008)。消费

者常常过于简单地把市场上的产品二分为“绿色

环保但价格昂贵”和“不够环保但价格便宜”, 但这

只是消费者过于关注产品的初始购买成本的结果, 
而事实并非如此。与传统产品相比, 许多生态创

新产品尽管初始购买成本更高, 但其在使用生命

周期内的运行成本更低, 因而其总成本更低。初

始购买成本加上使用生命周期内的运行成本得到

的总和即为生命周期成本 (life cycle cost, LCC; 
Kaenzig & Wüstenhagen, 2010)。有许多直接或间

接的实证证据表明, 给生态创新产品标明 LCC 信

息比只标明初始售卖价格更能促进消费者对生态

创新产品的偏好 (e.g., Kaenzig & Wüstenhagen, 
2010; Lund, 1978)。例如, 有研究者分别呈现四种

家用产品(灯泡、电视机、炉子、真空吸尘器)的初

始售卖价格或 LCC 信息, 以灯泡为例, 在呈现初

始售卖价格条件下, 参与研究的居民只需要在购

买一对价格为 0.97 美元的白炽灯泡(60 瓦)和一对

价格为 17.99 美元的节能灯泡(13 瓦)之间做出选

择; 在呈现 LCC 信息条件下, 除了呈现初始售卖

价格, 还呈现了两种灯泡使用 10 年所需的耗电成

本, 前者为 239 美元, 而后者仅为 52 美元。如此

一 来 , 选 择 节 能 灯 泡 的 居 民 数 量 明 显 增 多

(Hardisty, Shim, Sun, & Griffin, 2016)。这是因为, 
LCC 信息与传统呈现的初始售卖价格不同, 它明

确了在一个更长时间范围内的损失与收益情况 , 
激发了消费者的获益/省钱动机, 从而能有效促进

生态创新产品的市场推广。考虑到目前国内市场

上的绝大多数产品仍采用只体现初始成本的传统

标价方式, 引入 LCC 信息将是促进人们使用生态

创新产品的一条可行路径。 
4.4  激发自主动机以助推环保行为 

面对环保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的“个
人−社会”层面的不对称, 除了激发个体的获益动

机可以缓解这一矛盾之外, 激发个体的自主动机, 
也可以帮助缓解“成本是个人的, 收益是社会的”
这一矛盾引发的环保动机不足。实证研究发现 , 
让人们承诺做出或改变某些行为(如回收废旧电

池、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可以有效促进相应行为

的发生(Lokhorst, Werner, Staats, van Dijk, & Gale, 
2013)。例如, 有研究者要求 24 名养老院的老人签

署一份为期 4 周的集体承诺, 承诺回收再利用废

纸。在承诺干预期间, 参与者比往常多回收利用

了 47%的纸张, 且在承诺期结束后的 4 周仍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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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回收率水平(Wang & Katzev, 1990)。类似的

关于回收报纸的研究也发现, 随着承诺程度(无承

诺、口头承诺、书面承诺)的增强, 人们参与报纸

回收的频率越高 , 回收的报纸也越多(Pardini & 
Katzev, 1983)。承诺做出或改变某些行为之所以能

有效促进相应行为的发生, 是因为人们趋向于保

持认知与行为的协调一致, 即人们在做出承诺后

只有履行承诺才能更好地减少认知冲突, 在这个

过程中, 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行为是自愿而非

被迫的, 进而得出结论：他们是自己做出相关决

策 的 , 其 行 为 反 映 了 他 们 真 实 自 主 的 动 机

(Guadagno & Cialdini, 2010)。依据这一理论观点, 
人们做出的生态环保承诺可以诱发他们的自主环

保动机, 进而做出更多生态环保的行为。实证研

究也确实发现了承诺对于个体态度和动机的改

变。例如, 相较于面对面、通过电话或传单得知

某废旧物品回收项目的居民, 做出书面承诺的居

民更有可能参加且不止一次参加该项目, 且在过

了 4 个月之后对废旧物品回收有更加积极和主动

的态度(Werner et al., 1995)。可见, 随着时间的推

移, 人们做出的生态环保承诺不仅增加了相应的

行为, 还促进了人们对于环保行为的积极态度和

自主动机, 从而有效助推后续的环保行为。 

5  助推环保行为在实践中存在的争议 

从前文梳理的七种基于助推的环保行为干预

策略可以看到, 助推在环保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

的实证研究和干预实践成果, 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其中最为核心的质疑在于遵循“自由主义的家长

制”的助推手段会不会损害决策者的自主选择能

力？与之而来的另一个质疑就是当人们被告知或

者发现自己被不自觉地助推/操纵时, 助推策略是

否依然有效？本文接下来就针对这两方面的质疑

展开阐述并提供助推研究者的辩解。 
5.1  助推是否损害决策者的自主选择能力？ 

助推在环保行为干预实践中被质疑可能会妨

碍公众形成自主选择的能力 (e.g., Hausman & 
Welch, 2010)。通过选择架构设计, 助推系统地将

个体从需要集中注意力和付出认知努力中解放了

出来, 例如, 向公众传达环保行为的示范性规范

信息可以有效助推人们的环保决策, 绿色默认选

项可以引导个体以亲环境的方式行动, 且在这一

过程中个体甚至都不需要思考。但与此同时, 助

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个体进行积极的思考

和选择, 长此以往, 可能就会损害个体的自主选

择能力(Schubert, 2017)。如此一来, 决策者就会变

得更加需要依赖助推才能做出选择并采取行动 , 
最终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质疑者认为, 自主选

择的价值不在于它所带来的结果, 而在于自主选

择本身构成了个体的身份和区别于他人的特性

(Schubert, 201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尽管环保领

域的助推可以引导个体做出有益于环境的决策和

行为 , 但也可能妨碍个体发展出自主选择的能

力。辩解者则主张, 人们之所以存在上述质疑, 是
因为他们高估了“自主性”的作用, 在无助推的情

况下, 人们在自主形成和调整决策过程中投入的

大量批判性反思其实不见得能引导个体做出最正

确的反应(Buss, 2012)。当然, 助推策略对个体自

主选择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只有在经过足够长的

一段时间后才可能被观察到(White, 2013), 所以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5.2  助推被意识到后其效果和接受度是否受影响？ 

助推在实践中受到的另一个质疑就是, 当人

们被告知或者发现自己被不自觉地助推/操纵时, 
助推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人们对于助推这一

干预手段的接受度也可能会下降。事实上, 有研

究发现, 向公众披露助推所涉及到的选择架构信

息并不会降低其有效性, 此外, 人们对于助推策

略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人们感知到的助推有效

性、助推的设计主体是谁, 以及助推背后的意图

是什么(Bang, Shu, & Weber, 2018)。以框架效应助

推碳排放费的征收为例, 负面框架以“碳排放税”
的名义征收, 正面框架则以“碳补偿费”的名义征

收, 研究者将这一助推手段的原理和设计主体(如
政府、企业)以语音的形式告知被试, 然后让被试

评估这一助推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自己和其他人

的行为, 以及对这一助推的接受程度。结果发现, 
人们仍然认为他们的行为会受到影响, 而且认为

其他人受到的影响比自己的更大, 即助推对他们

而言仍然是有效的。此外, 人们对于助推的接受

程度受到了助推的设计主体是谁以及设计主体的

助推意图是什么的影响：与设计主体是朋友相比, 
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助推的可接受度普遍更低; 当
人们将助推的意图理解为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

不是助推主体为了盈利时 , 其接受度要明显更

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 人们即使在亲自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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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助推的干预过程, 充分理解了其来龙去脉之

后, 仍然认定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为会受到助推的

影响(Bang et al., 2018)。另一项以默认选项助推二

氧化碳减排的研究也发现, 公开助推的环保意图

及 其 潜 在 影 响 并 不 会 影 响 其 效 果 (Bruns, 
Kantorowicz-Reznichenko, Klement, Jonsson, & 
Rahali, 2018)。可见, 公众意识到了助推并不会降

低其效果和接受度, 真正影响助推可接受度的是

助推的主体是谁以及公众如何解读助推背后的真

正意图。 

6  关于环保行为助推实践的几点建议 

6.1  明确助推环保行为的外部环境及其与传统

社会治理思路的关系 
任何一种助推的效果都依赖于外部环境是否与

之匹配, 不考虑外部环境因素而一味依靠助推来达

成社会治理目标的做法会使其效果受到严重限制。

有研究者对助推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划分, 区分出

了“未充分利用的环境(underutilized environments)” 
和 “未准备好的环境 (unprepared environments)” 
(Meder, Fleischhut, & Osman, 2018)。“未充分利用

的环境”是指这样一种环境 , 政府已经出台了保

护生态环境的政策, 也充分配备了相应的基础设

施, 但人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些环保基础设施, 生
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缓解。其原因在

于公众的心理系统并不完善, 因而时常做出不利

于环境的决策和行为。此时采用助推的社会治理

手段, 就可以有效规避人们在认知和动机上的局

限, 引导其朝着亲环境的方向行动。例如, 尽管英

国每年在清理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上的投入高达

10 亿英镑, 且公共区域配有足够数量的垃圾桶 , 
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会乱扔垃圾, 这一社会问题

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Schultz, Bator, Large, Bruni, 
& Tabanico, 2013)。所以说, 在这种“未充分利用

的环境”中造成垃圾乱象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缺

乏政府投入和基础设施, 而是人们要么主动避免

使用这些设施, 要么因为忘记使用这些设施而被

动乱扔垃圾(Sibley & Liu, 2003)。这意味着生态环

境问题的治理并不一定需要对环境进行结构性的

改变(例如 , 提供更多的垃圾箱), 而需要针对个

体在认知和动机上的局限(例如, 缺乏注意力、缺

乏改变行为的动机)进行助推干预。例如, 在哥本

哈根的一项试点研究就发现, 在人行道上画上引

至垃圾箱的脚印可以减少人们乱扔垃圾的行为

(Jespersen, 2012)。 
“未准备好的环境”则是指缺乏宏观政策支持

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 , 
仅针对选择架构设计的助推干预并不能真正发挥

作用。例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城市居民已经变

得更有动力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去上班, 但行车

安全和自行车被盗成了骑自行车上班者的最主要

顾虑, 在这种情况下, 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骑自

行车的行为就很依赖于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Pucher & Buehler, 2016)。比如, 增设专用自行车

道和自行车共享系统已被证明是鼓励人们骑自行

车出行的有效手段(Pucher, Dill, & Handy, 2010)。
截至 2014 年, 全球已有 800 多个城市建立了自行

车共享设施, 大幅提升了人们使用自行车出行的

行为(Richter, 2015)。总之, 在缺乏政策支持和配

套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助推环保行为, 效果会因其

处在“未准备好的环境”中而大打折扣; 而当政府

制定了相关政策并建设好配套基础设施时, 于助

推而言就是“未充分利用的环境”, 此时采取助推

的社会治理手段可以取得锦上添花的效果。可见, 
出台宏观政策和建设配套基础设施作为社会治理

的传统思路, 决定了助推环保行为的外部环境并

影响其效果。明确这一点, 才能更好地评估助推

的外部环境以设计出更合理有效的干预方案, 以
此保护好生态环境。 
6.2  选择架构设计的技术要点 

助推旨在通过提供简约且低成本的选择架构

以使人们的行为朝着期望的方向转变, 因此, 达
成预期的助推效果离不开科学的选择架构设计。

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和实践探索, 提炼出了以下

几个技术要点。 
第一, 就选择架构提供的选项而言, 以 4 到 5

个为宜。一方面, 提供可选的项目越多越有可能

迎合受众的需要; 而另一方面, 随着选项数量的

增加给决策者带来的决策负担也会加重(Iyengar 
& Lepper, 2000)。所以, 选择架构设计者在实践中

需依据受众的特征平衡上述两个因素。例如, 在
向老年消费者推广绿色环保产品时就不宜一次性

提供过多的选项或选项的组合, 因为信息加工能

力较差的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喜欢在较少的选项

中做选择(Reed, Mikels, & Simon, 2008)。尽管与

不同特征受众相匹配的选项数量不尽相同, 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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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认为, 在没有额外因素限制的情况下, 提供 4
至 5 个选项可以作为一般通用的准则(Johnson et al., 
2012)。 

第二, 巧妙结合信息技术。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 并与诸多行业深度融合 , 
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决策也越来越与信息技术紧

密联系在一起。例如, 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

网选择所要购买的商品和想要参加的活动, 建立

在数据挖掘基础上的各种推荐系统也正在向顾客

提供越来越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在这

样的情况下, 巧妙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增强选择架

构设计的助推效果。例如, 通过网页设计在拟推

荐商品周围灵活呈现其他商品集将影响用户的决

策参照点进而助推其决策(Cooke, Sujan, Sujan, & 
Weitz, 2002)。再比如, 在手机应用界面凸显某产

品的绿色环保属性可以有效提升该产品的销售量

(Häubl & Murray, 2003)。总之, 推进选择架构设计

与先进信息技术的有效结合是增强助推环保行为

效果的重要路径。 
第三, 差别化的选择架构设计与效果评估。

与任何其他干预措施一样, 面对不同特征的人群, 
针对不同的环保领域, 同一种助推策略可能产生

不同的效果(e.g., Bang et al., 2018)。例如, 尽管告

知居民其家庭相对能耗的助推策略可以平均降低

2%的能源消耗, 但这种变化具体取决于家庭的政

治倾向：自由党家庭被助推后确实减少了他们的

能源消费, 而共和党家庭则增加了他们的能源消

费, 这大概是由于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不

同而导致的(Costa & Kahn, 2013)。正如从事学习

理论研究的著名心理学家 Hobart Mowrer (1960)
所言, “要了解或预测老鼠在迷宫中会学些什么, 
你必须同时了解老鼠和迷宫”。类似的, 选择架构

的设计者也必须了解决策者的特征和环保领域特

征, 例如决策者的知识水平、信息加工方式, 以及

不同环保领域的特殊性等, 进而根据决策者和环

保领域的特征设计更有针对性的选择架构。这也

意味着, 新设计好的选择架构应该在不同的人群

和不同的环保领域中进行测试, 以准确评估其助

推效果。进一步说, 对助推效果的评价不应该局

限在回答“什么是有效的”这一问题上, 而应该回

答一系列更加具体的问题, 如“对谁有效”、“在什

么领域有效”, 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有效”等。总之, 
差别化的选择架构设计与效果评估是提升助推环

保行为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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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udge” has been increasingly applied to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promote individual’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However, in China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idea of nudge. The reason why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needs to be nudged is 
that individual’s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volves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s. Seven nudging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The cognition-oriented strategies included 
the default options, the framing effect, and the descriptive norms; and the motivation-oriented strategies 
included priming national interest motivation, legacy motivation, benefit motivation, and autonomous 
motivation. Disputes with regard to the nudging strategies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nudg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behavioral economics; social management 


